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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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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丝绸之路”是指以古代中国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往的各条道路或路网。长期以来，在
有关丝绸之路的讨论中，地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基本上没有被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按照人们
一般的认识，这是由于其地处高寒雪域，自然环境险恶，人烟稀少，古往今来皆被视为“畏途”，因此在
传统的汉、藏历史文献记载中对此几乎完全失语。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事实上从史前时代开始，青藏
高原上的先民们便已经开始与外界发生各种形式的交流与交往; 至迟到汉晋时代，传统陆上丝绸之路已经
拓展出重要的高原支线; 唐代吐蕃王朝时期随着其势力的不断扩张，形成面向南亚、中亚和东亚地区较为
稳定的交通干线和路网———这就是本文所论的“高原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其意义极其重
大，它不仅将中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中国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
之路”联结成一个整体，而且起到了将我国西部疆域和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无可替代的纽
带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为此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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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 F·李希霍芬
( F． von Ｒichthofen) 最初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
代汉代中国通向西方 ( 这里所指的西方，主要
是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古代印度) 的一条以丝
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后来，这个概念随着时
代的发展也不断发生变化: 一是在时间轴上，人
们意识到事实上早在汉代以前，以中国中原地区
为出发点的东西方交流已经有之，因而从汉代一
直向前追溯到史前时代，也向后延续到汉唐宋元
以后，将不同时代的东西方交流的路线均纳入其
中; 二是在地理空间上，也突破了狭义的 “陆
上丝绸之路” ( 也称之为“沙漠丝绸之路” ) 的
空间范围，提出更为北方的 “草原丝绸之路”
和南方以海上交通为主的 “海上丝绸之路”，以

及区域间形成的 “西南丝绸之路”等不同的概
念。如同荣新江先生所言: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
的道路”［1］。然而，迄今为止，却很少有人将中
国西南地理空间上极为辽阔、地理位置上极其重
要的青藏高原纳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来加以考虑，
从而提出“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本文拟
从以下方面，以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作为主要材
料，来讨论相关的问题。

一、“高原丝绸之路”这一概念的提出
笔者提出的“高原丝绸之路”，很显然是在

狭义的丝绸之路概念上的拓展，是一个广义的概
念。具体而言，它是指从中国中原地区经由青藏
高原、或者由青藏高原出发的不同时期东方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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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中国与外域交流的交通网络及其主要干线。
笔者曾对这个概念作过进一步的阐述: “其一，
( 这个概念) 并不仅仅局限在以丝绸贸易为主从
而形成所谓 ‘丝绸之路’的汉代，而是包括了
从史前时代开始以来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 ( 包
括外国与中国内地 ) 交流往来的路线; 其二，
这些不同时代的交通路线既有主要的干线，也还
包括了若干重要的支线，实际上已经形成为一个
交通网络; 其三，这些路线既有外向型的国际通
道，可以直接通向今天的外域; 也有内向型的通
道，从而将这些通过青藏高原的国际通道和起点
在中国内地、沿海的所谓 ‘陆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
之路’等连接在一起; 其四，这些路线在历史
上所发挥的功能均不是单一性质的，它们与政
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
传播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都具有复合性的
功能。”［2］

以往的研究中，曾经有学者从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视野对于笔者所论及的
“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有过涉及，曾分别提
出过诸如“吐蕃丝路” “唐蕃古道” “香料之
路”“食盐之路” “麝香之路” “茶马古道”等
若干概念，这些概念均有其合理性，但在内涵和
外延上却与“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并不完
全等同，后者在时间、空间这两个维度上都要更
为广阔。

笔者之所以要提出 “高原丝绸之路”这个
更为广义的概念，绝不是要跟风追潮，标新立
异，而是主要基于以下这样一些深入的思考和
探索:

其一，近代以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
发掘工作的进步并不断提供给研究者以新鲜的实
物史料，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丝绸之路的理解，基
本上都不再局限于李希霍芬时代所提出的狭义的
丝绸之路概念，而是将其大大的加以了拓展。这
不仅是学术视野的扩展，也是理论、方法上的进
步，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及时地修正旧有的观念
和认识，提出新的创见。

其二，青藏高原过去考古工作起步较晚，缺
乏较为有力的考古证据来讨论这一概念。近年来
西藏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史前时
代直到汉唐时代 ( 对应青藏高原而言则可略同

于吐蕃早期各 “小邦”时代和唐代吐蕃王朝时
期) 都出土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其中既有
和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直接相关的大量汉晋、唐代
的丝绸残片，也有欧亚大陆和海上贸易中常见的
宝石、珠玉等装饰品的组件; 出土金银器中的器
型有不少系仿制中亚地区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系
统金银器，还有最能体现欧亚草原文化色彩的大
量装饰在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马与
骑手等纹饰图案。在一些文献记载的重要交通要
道上，还发现了和唐代中印交通直接相关的唐代
使节王玄策出使印度时所镌刻的 《大唐天竺使
出铭》摩崖铭刻，更是提供了印证、补充、完
善文献史料的重要考古实物。此外，近年来考古
发现的位于西藏边境线上古藏文题刻、佛教石
刻、铜钟等实物，也都和吐蕃时期与中亚、南亚
的交通有关。所以，笔者赞同 “不同时代都有
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这个观点［1］，认为适时
地提出这个概念，无疑有助于国内外学术界及时
地重新认识和深化“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这
些整体性的概念。

其三，从青藏高原自身所处的地理位置而
论，它北接新疆，和传统的 “陆上丝绸之路”
相平行; 东连四川、云南，和这一区域内的
“西南丝绸之路” “藏羌彝民族走廊”等天然相
接; 西南和南面与印度、克什米尔、尼泊尔等中
亚和南亚国家与地区相毗邻，在河谷峻岭之间有
若干条自然通道相通。这种区位特点决定其不可
能成为丝绸之路上的“盲区”。

其四，事实上，虽然自然条件高寒恶劣，但
却从来不能阻隔高原上的各民族与外界交流、交
往的脚步，他们利用高原上无数 “山结” “水
结”之间形成的若干条主要干道和密如毛细血
管般的民间小道，充满智慧地选择不同季节、避
开风雪严寒，充分利用地形地势和水草分布特
点，一直维系着这些通道的运转，并不断对此进
行开拓、改进和完善。直到今天，在青藏高原形
成的主要交通干道，其大体走向、主要关隘、出
境口岸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和这些传统的古道相重
叠。以今推古，无论从逻辑还是从现实上，我们
都无法否认广义上的 “高原丝绸之路”的历史
存在。

二、“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
从目前最新的考古发现来看，距今 4 ～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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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远古人类已经踏上了青藏高原。在距今
5500年，藏东昌都已经出现了定居的新石器时
代农业村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考古遗址是卡若
遗址、小恩达遗址等。大约在距今 4000 年，西
藏的腹心地带也开始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
拉萨曲贡、山南昌果沟遗址等一批重要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3］。从这个时期居址的建设、农作物
品种的选择与种植，陶器、石器等生产和生活用
具的制作，装饰品等高级消费品的出现等考古遗
存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一个令人注意的客观事
实: 从外部输入高原的物质文化、精神产品一直
没有中止过，而带入这些因素的人群，应当是流
动的人群; 其中反映出的远程贸易、技术和观念
的传播，外来因素和本土因素的融合等因素，都
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实现的，从而为历史时
期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以卡若遗址为例，在这个遗址的早期遗存当
中，发现的主要农作物种类是粟，聚落中发现大
量半地穴式的房屋，墙体和地面均作过处理，出
土的陶器、石器与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文化也具
有可比性。所以，卡若遗址的发掘主持者童恩正
先生认为，“如果我们综合考古和传说两方面的
资料进行分析，似乎可以推测西藏的原始居民中
有两种因素，一种是土著民族，其定居在西藏的
时代目前至少可以推到旧器时代的后期，他们是
一种游牧和狩猎的部族; 另一种是从北方南下的
氐羌系统的民族，他们可能是经营农业的。……
卡若遗址早期两期之间文化面貌产生的某些急骤
变化，是否与这两种类型的民族文化接触有关，
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4］。童恩正先生
认为，有一支“从北方南下的氐羌系统的民族”
进入青藏高原东麓，从而从外部输入了这些文化
因素。

汉文文献中所记载的 “西羌”，应当是青藏
高原上早期迁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民族。《后汉
书·西羌传》记载: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
姓之别也。……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
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
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 ［接］ 鄯
善车师诸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5］从这段

记载中可知，西羌在中国西部的分布极为广阔，
南面和蜀汉之外的所谓 “徼外蛮夷”相毗邻，
其西北已经进入到西域诸国境域，它们从蜀汉、
西域等不同的方向迁徙进入青藏高原，应当顺理
成章。所以，对于唐代吐蕃的来源，在 《旧唐
书·吐蕃传》中讲到: “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
里，本 汉 西 羌 之 地 也。其 种 落 莫 知 所 出
也”［6］5219。而《新唐书·吐蕃传》则更为直接地
认为: “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
河、湟、江、岷间”［7］。虽然青藏高原早期人群
的迁徙情况可能是十分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但
西羌曾是青藏高原古代族群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应
是可信的历史事实。两 《唐书》中明确记载吐
蕃“本汉西羌之地”，或径言“吐蕃本西羌属”，
实际上都强烈地暗示出这种隐藏在文本当中的真
实历史线索。历史学者张云认为: “汉文中就有
羌即藏的说法，从民族成份的基本构成上和文化
风貌上说吐蕃即是羌，在我们看来是对的，象雄
人、苏毗人皆与西羌人有关或直接是羌人。”［8］

两《唐书》等唐宋时期成书的汉文文献所记载
的年代虽然已经晚到汉唐，但童恩正先生则从更
为久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便已经注意到这些从
北方南下的氐羌系民族，是很有远见的一个
推测。

在西藏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当中，笔者曾
经从多方面考察过当中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关的
因素［9］。例如，与青藏高原西部相邻的今印占
克什 米 尔 地 区，曾 发 现 布 鲁 扎 霍 姆 遗 址
( Burzahom，也译为布尔扎洪遗址) ，并在 20 世
纪 70年代进行了数次考古发掘。由于该处遗址
具有与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相似的若干
文化因素，如半月形石刀、穿孔石器、长条形石
锛石凿、半地穴式房屋等，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
中国学者都认为这个遗址反映出黄河流域和青藏
高原东麓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可能影响到了克什米
尔地区①。西藏出土的蚀花料珠——— “gzi” ( 藏
族群众称其为“天珠” ) ，近年来在西藏西部地
区早期墓葬中多有出土，童恩正先生认为其可能
源自于伊朗高原［10］，因这种珠饰在南亚地区也
多有发现，另一个可能的生产和传播地点或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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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巴次大陆。又如，在拉萨曲贡新石器时代遗
址发掘中，曾发现过一件陶制的猴面装饰［11］。
意大利著名学者 G·杜齐 ( G． Tucii) 指出，早
在米努辛斯克地区也有这一主题出现［12］; 而石
硕先生发现，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神话传
说体系中，这种以猕猴作为早期人类创世者的原
始宗教信仰也曾经较为流行［13］。如 《隋书·党
项羌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
种”［14］。藏文史籍中关于古代人种起源有各种说
法，但最令人注目的就是猕猴传人的传说。所
以，这种远距离之间的信仰、观念意识的传播，
和不同地区人类的交流往来应当有关。再如，拉
萨曲贡石丘墓当中，曾出土过一面铁柄青铜镜
( 编号为 M203 ∶ 2) ，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考古
学者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它与中国传统的无柄具
钮形铜镜系统不同，而与中亚、西亚或南亚的带
柄镜系统有相似之处，并对它的来源、装饰艺术
风格、传播途径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意见①。近
年来在西藏西部象泉河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约公
元前 4世纪至公元 6世纪的墓葬中，更是有多枚
不同形制的青铜带柄镜，它们常常与前文所说的
蚀花料珠 “gzi”同出于一墓，其来源地应当大
体上相同，目前学术界一般倾向认为其是从南
亚、中亚输出的商品。此外，西藏西部的古代岩
画中，还出现了一些十分显著的带有 “欧亚草
原文化因素”的图案，如岩画中刻绘的动物均
具有鹿形大角、身饰横置 “S”形纹饰或双涡纹
等特点，令人联想到欧亚草原青铜时代晚期和铁
器时代早期所谓 “斯基泰———西伯利亚动物
纹”［15］。有学者已经注意到，西藏西部岩画中的
“动物形风格”与欧亚草原文化中的 “斯基泰风
格”极其相似，提出可将其归入到欧亚草原岩
画传统，并与其周边的“中亚岩画丛”“阿尔泰
岩画丛”相互衔接，可视为 “欧亚草原岩画圈”
中的 “高地亚洲类型”［16］。这些观点都很富启
发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实
物上，都显示出早在西藏史前时代，青藏高原人
群从外部进入到高原的通路已经被充分地开发利

用，人们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都出现了多
种外来文化影响、交流的遗迹。可以推测，这些
因素的传播、交流有些可能是由人群的迁徙流动
直接带入到高原的; 也不排除一些因素 ( 尤其
是信仰、观念、意识和技术等精神层面的内容)
可以间接地、接力式地长距离传播进入到高原。
而这些人群 ( 族群) 我认为无疑正是广义上的
“高原丝绸之路”最初的开拓者。他们不畏艰
辛，筚路蓝缕，拓殖高原，为直到今天仍被许多
人视为“生命禁区”的世界屋脊带来了文明的
曙光。同时，他们当年排除万难到达高原所行经
的道路，也为后世的继续探寻开创了先河，标识
出方向。

三、高原各族对丝绸之路的历史贡献
“高原丝绸之路”的各条路线、各个段落

是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以不同的规模、不同
的方式逐渐形成的。青藏高原的若干古代民族，
都曾对这个庞大的交通路网做出过自己的贡献。
这些路线一开始可能还是局部的、内向型的、区
域之间的，通过多次的整合之后，最后在一定的
历史背景之下最终定型为全域性的、外向型的、
跨区域的路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各
族人民积极投身参与到各个区域间和国际间的交
往与交流，开拓、维护和利用高原丝绸之路。由
于青藏高原幅员辽阔，各个区域形成的交通路线
各有其特点，这里，我们着重从以下几个重要的
区域来进行考察。

( 一) 青藏高原西部
这一地区大体上即指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全部和藏北地区一部，历史上是藏文史书中所载
的“象雄” ( Zhang zhung) 和汉文史书中所称的
“羊同”所在。这一区域沿喜马拉雅山脉与中
亚、南亚等地区相毗邻，也通过高原北部与新疆
的南疆相连接，是高原丝绸之路外向型路线重要
的干线经由之地。法国学者石泰安 ( Ｒolf Alfred
Stein) 对于古代羊同 ( 象雄) 与外界的交流曾
做出这样的评价: “西藏西部对西藏文明的形成
曾起过重大作用。那里既与犍陀罗和乌苌 (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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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霍巍: 《西藏曲贡村石室墓出土的带柄铜镜及其相关问题初探》，《考古》1994 年第 7 期; 赵慧民:
《西藏曲贡出土的铁柄铜镜的相关问题》，《考古》1994 年第 7 期; 霍巍: 《再论西藏带柄铜镜的有关问题》，《考古》1997 年第 11
期; 霍巍: 《从新出考古材料论我国西南的带柄铜镜问题》，《四川文物》2002年第 2期; 吕红亮: 《西藏带柄铜镜补论》，四川大学
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藏学学刊》第五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 仝涛: 《三枚藏式带柄铜镜的装饰风格来源问题》，四
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编: 《藏学学刊》第六辑，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瓦特) 接壤，又与该地区的其他小国毗邻，希
腊、伊朗和印度诸文明中的古老成份都经由那里
传至吐蕃”［17］。关于具体可能存在的交通路线，
石泰安认为: “象雄肯定是向印度开放的，或是
通过尼泊尔，或是通过克什米尔和拉达克”［16］。
意大利学者杜齐也曾论断: “在吐蕃帝国建立之
前，象雄是一个大国，但当吐蕃帝国开始向外扩
张时，它便注定地屈服了。象雄与印度喜马拉雅
接界，很可能控制了拉达克，向西延伸到巴尔提
斯坦及和阗，并且把势力范围扩展到羌塘高
原”①。但是，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认识很大
程度上还停留在推测和假设的阶段。

中国学术界对于这一区域的关注近年来有很
大的研究进展。过去主要的文献史料依据，是唐
人杜佑所撰 《通典·边防六》 “大羊同”条
下载:

大羊同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
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人。其人辫发
毡裘，畜牧为业。地多风雪，冰厚丈余，所
出物产，颇同蕃俗。无文字，但刻木结绳而
已。刑法严峻。其酋豪死，抉去其脑，实以
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造金鼻银
齿，以人为殉，卜以吉辰，藏诸岩穴，他人
莫知其所，多杀牦牛羊马，以充祭祀，葬毕
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国事。自
古未通，大唐贞观十五年，遣使来朝。［18］

《唐会要》卷九十九 “大羊同国”条与 《通典》
的记载基本相同，但只是明确指出 “贞观五年
( 631) 朝贡使至。十五年 ( 641) ，闻中国之威
仪之盛，乃遣使朝贡。太宗嘉其远来，以礼答尉
焉。至贞观末为吐蕃所灭，分其部众，散至隟
地”［19］。从文献记载来看，这个地区和中原唐王
朝是在唐太宗的贞观年间方才正式建立联系，遣
使来朝。但近年来在西藏西部相继发现了故如甲
木墓地②、曲踏墓地③等几处重要的古墓地，却
为此提供了新的更早的实物证据。

西藏西部这批古墓葬的年代均未超出汉晋，

即公元 2—4世纪。从一座大墓中出土了黄金面
具、茶叶、丝绸等遗物，尤其是丝绸上有汉字
“宜”“王侯”等字样，充分显示出所具有的中
原文化特征［20］。鉴于西藏当地从来没有制作丝
绸的传统，所以可以认定它只能是从汉地经过某
种途径传来。过去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汉晋时
代墓葬和新疆营盘墓地中也出土过带有 “胡王”
“王侯”等字样的织锦［21］［22］，构图的形式也与
西藏所出的这件 “王侯”锦基本一致，所以学
术界一般认为，这类织锦很可能都是由汉地工匠
或织造机构专为边疆定制，通过商贸交换、官方
赏赐等不同的方式流传到边地，成为专供 “酋
豪”们享用的高级奢侈品。墓葬中出土的茶叶，
经自然科学家对其中所含的植硅体和植钙体进行
鉴定后表明，“这些考古植物样品中都含有只有
茶叶才同时具有的茶叶植钙体、丰富的茶氨酸和
咖啡因等可以相互验证的系统性证据，组成一个
证据链”，从而确认其 “都是茶叶”［23］。墓中所
出的黄金面具以及对于尸体进行外科手术式处理
的方法，都和上文所记载的羊同 “其酋豪死，
抉去其脑，实以珠宝，剖其五脏，易以黄金，假
造金鼻银齿”的丧葬习俗相似，因而笔者认为，
早在汉晋时代，西藏西部便已经存在着一条与汉
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相连通的主干道，这条线
路最初的开创者，很可能与羊同的 “酋豪”们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出自对中原王朝的倾
慕之情，对汉地和周边各国包括丝绸、茶叶、黄
金、珠宝等多种高级奢侈品在内的消费追求，凿
通了这条“高原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24］。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西域传》下有一条
关于“女国”的记载可与上述史实相互呼应: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出
鍮石、朱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
盐，恒将向天竺行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
党项战争。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
绝”［25］。此处所载的 “女国”，在 《大唐西域
记》《释伽方志》等唐人文献中也有提及，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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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意］ 杜齐: 《尼泊尔的两次科学考察报告》，载于《尼泊尔史研究资料》，罗马，1956 年，第 105 页，此系转引自张云:
《丝路文化·吐蕃卷》，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 49页。

关于故如甲木墓地的研究，主要的有金书波: 《从象雄走来》，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81－91页; 霍巍: 《一方
古织物和一座古城堡》，《中国西藏》2011年第 1 期; 仝涛: 《西藏阿里象雄都城“穹隆银城”附近发现汉晋丝绸》，《中国文物报》
2011年 9月 23日第 4版。

关于曲踏墓地的研究，主要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故如甲木
墓地 201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4年第 4期; 吕红亮: 《西喜马拉雅山地区早期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15年第 1期; 仝
涛、李林辉: 《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考古》2015年第 2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
所、阿里地区文物局、札达县文物局: 《西藏阿里地区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考古》2015年第 7期。



其名为“苏伐剌拏瞿呾罗国”，指其地望为 “东
接吐蕃国，北接于阗国，西接三波诃国”。目前
学术界根据这一地理位置，多倾向于此处所指的
“女国”实际上即为 “羊同国”，亦即藏文史书
中所载的“象雄国”［26］。

将上述历史和考古信息综合起来考虑，可知
西藏西部的象雄 ( 也可等视为 “羊同” “女
国” ) 早在汉晋以来就已经开通了和南亚天竺、
唐代中原王朝之间的远程交通路线，主要向天竺
出口食盐，而其他的地方特产 “鍮石、朱砂、
麝香、牦牛、骏马、蜀马”之类，很可能也是
其向外输出的商品种类。来自东方中原唐王朝的
丝绸、茶叶也输入到了这个地区，成为当地酋豪
们的高级消费品。隋代开皇六年 ( 586) 女国的
“遣使朝贡”，是羊同向中原王朝朝贡最早的一
次历史记载，年代早出其后唐贞观五年 ( 631)
羊同遣使唐朝朝贡近半个世纪。汉文文献记载的
这些史料，事实上都要比考古实物材料所显示的
西藏西部与中原王朝开始交流的年代晚好几百
年，其原因可能是汉晋时代象雄初通中原不久，
正式的官方交流尚未形成，双方信息也不通畅。

( 二) 青藏高原西南部
青藏高原西南部大体上指日喀则西南部以吉

隆为中心的这片地区。从新发现的唐代碑铭
《大唐天竺使出铭》所记碑铭位置是 “届于小杨
同之西”推测其地望，其地理方位当为 《文献
通考》《通典》等所记的 “小羊同”所在区域;
而藏文史书中记载的 “芒域”，也位于这个地
区［26］。历史上，芒域是西藏西南部与古代泥婆
罗 ( 今尼泊尔) 之间的重要交通孔道，可由此
经加德满都盆地进入古代印度 ( 北天竺 ) 。例
如，藏文史籍 《西藏王统记》记载，吐蕃赞普
松赞干布迎请泥婆罗国赤尊公主进藏，“赤尊公
主乘一白骡，偕同美婢十人，连同负载珍宝多
骑，吐蕃使臣为之侍从，遂同向藏地而来。泥婆
罗臣民皆送行于孟域 ( 芒域) 之间”［27］。《西藏
王臣记》记载，吐蕃时期巴赛朗奉命赴天竺，
游方朝圣，至大菩提道场及那烂陀寺，遇寂命大
师，“迎至芒域”［28］37。书中还记载，当年莲花
生大师进藏，也是取此道而行，“大阿阇黎 ( 莲
花生) 已由神通照知，见诸藏使跋涉辛苦，乃
运用神变，迅速驾临芒域贡塘”［28］38。据 《米拉
日巴传》记载，西藏佛教高僧米拉日巴父子在

其父生前曾经输掉了房屋田产，只好离乡外流，
他们到了“芒域贡塘”的江安寨地方才定居下
来。著名藏学家刘立千先生在此条之下注释称:
“芒域，古为阿里三围之一，今属日喀则行署吉
隆县; 贡塘在县西南，为该县的一个区”［29］。所
以，这一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国际通道，可能开
通的时间很早，利用程度也很高，到吐蕃王朝时
期正式成为吐蕃与泥婆罗之间的官方通道，史称
“蕃尼道”。唐代初年开出的中印之间的 “新
道”，其实就是将区域性的 “唐蕃古道”和外向
性的“蕃尼道”相互贯通的结果，对此将在后
文中论述。

( 三) 青藏高原东南部
青藏高原东部地区历史上部族众多，曾经有

历史文献上所记载的氐羌、西南夷、东女、白兰
羌、附国、 “西山八国”、党项羌等多个民族在
此活动。这个区域在自然地理上一个最大的特
征，是由横断山脉的多条南北向的河谷形成历史
上的所谓“六江流域” “民族走廊”，也形成青
藏高原东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带。早在
吐蕃王朝兴起之前，这些东部族群沿着 “六江
流域”从纵向的南北方向以及横向的东西方向
上迁徙移动，奠定了后来青藏高原东麓 “高原
丝绸之路”的雏形。

笔者曾经从这个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石棺葬文
化、二次葬与乱骨葬俗、北方草原文化系统青铜
器 ( 带柄铜镜、双圆柄首青铜短剑、动物纹饰
等) 等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过这一区域不同族
群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提出在横断山脉地带先秦
至两汉时期，曾有三大系统的民族集团在此活
动，即来自甘青高原的氐羌系统民族集团、“西
南夷”系统的土著民族集团、北方沙漠草原胡
系民族集团 ( 主要为月支胡、煌中胡、卢水胡
等支系构成) 。如《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川
西高原的汶山郡 “东接蜀郡，南接汉嘉，西接
凉州酒泉，北接阴平，有六夷、羌胡、白兰峒、
九种之戎”［30］。这些民族集团通过横断山脉
“六江流域”的民族走廊，不仅促进了北方草原
游牧文化的南下，并且以此为中介，将更为遥远
的中亚、西亚文化因素也可能渗透到西南
地区［31］。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区域内的部族成为南
朝通向西域传统丝绸之路之间的中介者。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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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阻隔的情况之下，南朝通过青海吐谷浑所
控制的“青海道” ( 也称为 “河南道”“吐谷浑
道” ) 和西域陆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南下可由
益州 ( 今四川省成都市) 经长江水路前往荆州、
建康; 北进可通向漠北敕勒、柔然; 向西可进入
高昌、于阗、乌苌、厌哒，从而突破北方强敌北
魏的封锁，打通了江南地区与西方的贸易通道。
在这个过程中，益州和吐谷浑之间的宕昌、邓
至、党项羌等都进入其势力范围之内，共同起到
维护这些通道的作用。

唐代吐蕃时期，随着吐蕃王国势力的向东扩
张，到公元 7 世纪后期，已是 “尽收羊同、党
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
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
突阙，地方万余里”［6］5224 ; 同时，吐蕃在灭破吐
谷浑并占领青海地区全境之后，也将 “青海道”
纳入其庞大的交通路网当中，并利用这些通道有
效地实现了对唐代长安、剑南益州、云南南诏等
地的军事攻略与政治交往。

( 四) 青藏高原东北部
青藏高原东北部最为重要的部族有苏毗、吐

谷浑各部。苏毗部族原来也可能属于西羌的一
支，《新唐书·苏毗传》记载: “苏毗，本西羌
族，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在诸部最大。”［32］

吐谷浑原属鲜卑慕容氏分离出来的一支，公
元 4世纪初开始不断向西迁徙，从阴山南下经陇
山抵达今甘肃临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发展，
到吐谷浑孙叶延时 ( 329—351) 始建政权，以
吐谷浑作为国号和部族名，最后定都于青海湖以
西的伏俟城［33］1。

吐谷浑人最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南北朝时期
经青海外向发展的国际通道的维护与拓展。如上
所述，吐谷浑曾长期扼控青海通向益州、西域和
漠北的青海道，与南朝政权尤其是梁朝保持着友
好往来，双方的使者、商队、西行求法僧通过吐
谷浑控制下的“河南道”、经由青海道通向西域
和中亚各国。文献史料表明，远在中亚阿姆河流
域的厌哒 ( 《梁书》中作“滑国”，也有称其为
“白匈奴”者) 曾在梁天监、普通、大同年间遣
使梁朝; 来自西域的龟兹、于阗等国在这一时期

从河南道遣使至梁; 中国内地与西域、印度的佛
教僧人，也利用吐谷浑人所扼控的这些国际通道
经吐谷浑往来于西域、印度和中亚之间; 吐谷浑
人自身也充当起东西方贸易的中继者和向导的作
用，曾在与东魏、北齐的交往中引导 “胡商”
从事驼骡、杂彩丝绢等物品的商贸活动①。

吐谷浑所控的青海道形成的路网大体上可分
为三个方向: 一是经过柴达木盆地由伏俟城经白
兰 ( 今青海都兰、巴隆一带) 至西域敦煌、高
昌、焉耆、鄯善、于阗等处，最后进入中亚乌
苌; 二是经漠北向敕勒、柔然; 三是经益州南下
建康。青海道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着极为重要的
地位，如同周伟洲先生所言: “在公元五世纪中
至七世纪初，吐谷浑所据之青海地区事实上成了
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向东
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
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西藏高原、印度等地的
交通，其地位之重要，可想而知”［33］144，可谓十
分客观的评价。

四、唐代吐蕃王朝实现了高原
丝绸之路的整合与统一

公元 7世纪，兴起于西藏山南雅隆河谷的吐
蕃在松赞干布时代通过不断的兼并与征服，先后
将苏毗、大小羊同、白兰羌、“西山八国”等部
族纳入到吐蕃版图，定都逻些 ( 今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 ，最终建立起吐蕃王朝，完成了对青藏
高原的统一大业。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吐蕃王朝
不仅完成了一次区域性的文化整合，也由此形成
了青藏高原全域在地理上具有相对稳定走向和道
路的交通路网，高原丝绸之路由此基本定型，对
于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
教、艺术、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均发挥了重大作
用，影响十分深远。

吐蕃时代的 “高原丝绸之路”，是在前文所
述原青藏高原各部族所开凿的区域性交通路线的
基础上重新整合而形成的，并以强大的政治和军
事力量作为保证，对这些路网实施了有效的控制
和利用。“高原丝绸之路”最为重要的主干线，
大体上可从西北部、西南部、东北部、东南部等
四个主要方向上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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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西北部路网
西北部路网是在原“羊同” ( 象雄) 时代形

成的交通路线上扩展而成。受到青藏高原西部山
脉和河流水系的限制，其主要干道有三。一是从
原羊同的腹心地带 ( 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
向西北行，大致与今天新 ( 疆) ( 西) 藏公路所
经相同，穿越阿克赛钦 ( Aksai Chin，突厥语，
意为“中国的白石滩” ) 地区，越过喀喇昆仑
山与昆仑山进入中亚地区; 或越过桑株大坂去往
叶城、和阗，与沙漠丝绸之路南线相汇合。二是
向西跨越帕米尔高原，进入到古代勃律 ( Palur，
今巴基斯坦所占克什米尔地区之大部) 。三是通
过今西藏自治区日土县境内的中印边境界湖班公
湖一带，进入到印占克什米尔地区［34］57。在具体
的出山口岸上，洪扎河谷、吉尔吉特河谷、瓦罕
走廊 等，吐 蕃 人 都 可 能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利
用［34］70－80。近年来由国家文物局组织实施的 “南
亚廊道”考古调查中，在阿里象泉河、狮泉河
等流域 ( 流入印度境内即为印度河上游，称为
萨特累季河) ，也发现一些重要的国际交通孔
道，至今作为边贸通商口岸仍然在被边民利
用①，但历史记载从来不详，考古调查还在继续
进行中。

( 二) 西南部路网
西南部最为重要的干道是从拉萨向西南行，

逆雅鲁藏布江向西，从 “芒域”的吉隆河谷进
入到中尼边境，进而南下加德满都盆地进入北天
竺的国际通道。这条道路在唐初成为中印之间文
化交流的一条近捷之路，唐人释道宣在约成书于
公元 7 世纪中叶的 《释迦方志·遗迹篇》中，
列出了这条新出现的 “新道”。唐代的许多求法
僧人在唐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资助和保护之
下，便利用了这道新道从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直接
贯通高原进入尼泊尔、印度，唐代著名官方使节
王玄策数次奉诏出使印度，也利用了这条新道。
1990年在吉隆境内的马拉山下发现的王玄策使
团所镌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证明了这条古
道主要的走向和出境口岸［35］。明代以后，在吉
隆道的两翼又分别开通了定日道、聂拉木道、樟
木道等新的通向南亚的通道，形成高原西南部的
路网。

( 三) 东北部路网
东北部路网是在原吐谷浑构建的 “青海道”

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扩展后形成的，其基本的走
向大体上和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 ( 沙漠丝绸之
路) 相平行，主要为东西向，从青海湖分数道
向西与敦煌、于阗等丝路重镇相汇合，前文已
叙，兹不重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近年来在青
海都兰、乌兰等地考古发现了一批年代约为公元
8世纪初年的大墓，其中的 “都兰热水 2018 一
号大墓”中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金银器、丝绸残
片等遗物。这些金银饰片上多以捶拓、压印、錾
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
以及立鸟、翼兽、狮、狼等动物纹样，可从中窥
见其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等方面的若干特色，尤
其是具有浓厚欧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大角
动物、带翼神兽最富特点。墓中还有多件 ( 套)
用金银制作的口、鼻、嘴巴、胡须等面具组饰，
死者棺内随葬有印章。“乌兰泉沟一号墓”系用
砖、木混建的方形墓室，带有长斜坡墓道，有前
室、后室和两个侧室，后来还清理出专门用来放
置金冠、金鋬指杯的 “暗格”。在建筑方式上，
采用大量柏木来搭建墓室，前室为砖室，后室和
两个侧室的顶部、四壁都用大量的柏木砌建，
前、后室内均残存有壁画［36］。结合过去在都兰
热水曾经发掘的墓葬出土文物来看，在丝绸的图
案、纹饰，金银器的器形与装饰等方面，都体现
出了许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因素，死者应是吐蕃
占领下的吐谷浑故地王公贵族，他们在吐谷浑灭
国之后 ( 唐龙朔三年，663 年) ，与吐蕃王朝之
间还通过王室通婚、册封小王等方式保持了友好
关系，维护和保证了“青海道”的畅通。

( 四) 东南部路网
东南部路网除了从青藏高原连系川西北、滇西

北高原的跨区域之间的交通路线之外，有文献史料
记载吐蕃时期也开通了经“滇缅道” (也称“蜀身
毒道”) 进入到天竺 ( 古印度) 的国际通道。唐
代高僧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载:

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寻弥伽河而下，
至蜜栗伽悉他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
寺，但有砖基，阙号支那寺。古老相传云是
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唐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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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向莫诃
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
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于后唐僧亡灭，村
乃割属余人。［37］

唐代另一位高僧慧琳在其 《一切经音义》一书
中进一步地解释:

……今因传中说往昔有二十余人从蜀川
出牂牱往天竺得达，因有此说，遂检寻
《括地志》及诸地理书、 《南方记》等，说
此往五天路经，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
巂、不喜、永昌等邑，古号哀牢玉，汉朝始
慕化，后改为身毒国，隋王之称也。此国本
先祖龙之种胤也。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
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
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
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
东南迦摩缕波国，其次近南三摩怛吒国、呵
利鸡罗国及耽摩立底国等。此山路与天竺至
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陆路之捷径
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
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
冬虽无毒，积雪沍寒，又难登陟。唯有正、
二、三月乃是过时，仍需译解数种蛮夷语
言，兼赉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
津，即必得达也。山险无路，难知通塞，乃
为当来乐求法巡礼者故作此说，以晓未
闻也。［38］

从上述两位唐代高僧的记述来看，唐人已知晓从
蜀地借道，可以通往天竺，认识到这是从 “西
南夷”“蜀川牂牱道”经行吐蕃 ( 土蕃) 东北部
通往古代印度最为近捷的通道，但同时也认识
到，这条通道受到诸多条件 ( 气候、地理、语
言、风俗等) 的限制，其难度也是诸条往天竺
道中最为险峻者。目前在这个区域内考古工作的
开展还不充分，还缺乏考古证据来进一步论证道
路的具体情况，但唐人所载十分详实具体，指出
了一些大体的路线和方位，当为可信之史料，为
今后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

综上所述，唐代吐蕃时期所最终定型的

“高原丝绸之路”，不仅整合和重构了青藏高原
内部各区域间的交通路网，也将其拓展到南亚、
中亚和东亚地区，成为连接起北方草原丝绸之
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西南丝绸之路的枢纽和
结点; 同时，也通过印巴次大陆的印度洋、东南
亚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等出海口岸连接起海上丝
绸之路，在若干条东西走向的路线之间，形成南
北纵向的干线，如同一张经纬相交的路网，将
“一带一路”联系成一个整体。

五、结语

唐代吐蕃王朝在公元 9 世纪走向灭亡，但
“高原丝绸之路”却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
历经宋、元、明、清直到近现代，还基本维持
了其主要干道的走向与格局。对于 “高原丝绸
之路”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者曾经从五
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是构成了体现和代表中
外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网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
成部分; 二是成为输送中原文明进藏的 “主动
脉血管”; 三是承担着中国西部边疆对外文化
交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的作用; 四是对于吐蕃
社会和吐蕃文明的形成起到了特殊的促进作
用; 五是成为青藏高原文明最终融入到中华文
明体系强有力的联系纽带，将我国西部疆域和
民族最终融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当中，发挥着
无可替代的纽带作用［2］。在这个历史性的伟大
贡献当中，青藏高原从史前时代到吐蕃王朝时
期以汉藏两个民族为主体、并包括不同时期各
族人民在内的命运共同体，既是其开创者、维
护者，同时也是受益者。

今天，当我们站在 “一带一路”这个广阔
的国际视野下重新审视青藏高原的远古历史和文
明史，不能不强调 “高原丝绸之路”这个概念
的提出和定位，既是对历史的尊重和复原，更是
对世世代代生活、奋斗在青藏高原上各族儿女心
系祖国、向往中华文明、认同中华文化一个实证
性的研究课题，其学术意义和价值可供学界同仁
进一步共同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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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oint Creation of“Silk Ｒoad of the Plateau”by Ancient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HUO Wei
( Institute of Tibetan Studies，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Abstract］“Silk Ｒoad”refers to the roads or networks of East－West communications with ancient China
a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a long time，the Qinghai－Tibet Plateau，known as the“roof of the world ”，has not
been included in the Silk Ｒoad discussions． According to people’s general understanding，this is because it is
regarded as dangerous due to its location in the alpine snow area with challenging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few
people． As a result historical records in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 language rarely find any reference on i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recent years however show that from prehistoric times，the ancestors of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began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various forms． No later than Han and
Jin dynasties，the traditional land Silk Ｒoad had expanded into the plateau area． During the Tang Dynasty，as
ancient Tubo Kingdom expanded，it formed a relatively stable transportation and road network connecting
South Asia，Central Asia and East Asia，which are the“plateau Silk Ｒoad”a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The
formation of the plateau Silk Ｒoa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connects the“land Silk Ｒoad”，“
grassland Silk Ｒoad”in northern China and the“Maritime Silk Ｒoad”and“Southwest Silk Ｒoad”in southern
China，it also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tegrating the western territory and ethnic groups into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In this process，the ancient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on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made
importa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Key words］Silk Ｒoad; East － West cultural exchange; Tubo Kingdom; archaeology on Qinghai －

Tibet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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